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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流向与耕地 

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 

---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为例 

余亮亮， 蔡银莺*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从农户满意度绩效出发，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说，并基于全国率先探索耕地保护基金

的成都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实证检验了耕地保护补贴流向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

户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l）转出土地的农户比转入土地或未流转土地的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

有更高的满意度。土地转出行为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 0.3 ％、

4.8 ％和 H % ，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上升 14.4 ％和 1.7 ％。（2）土地转

入行为则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上升 9.3 ％、35.4 ％和 0.7 % ，

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下降 42.9 ％和 2.6 ％。为提高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

户满意度绩效，政府应合理分配有限的耕地保护补贴资金，补贴资金应优先向土地转入户倾斜，提高实际上在承担

耕地保护责任的土地转入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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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的多功能性和耕地保护的外部性使得耕地资源保护具有较强的基础性、社会性和公益性，因此，耕地保护的关键在于

完善耕地保护制度与保障体系，创新多元化的耕地保护机制
［l］

。灵活的经济手段成为发达市场主义国家保护稀缺耕地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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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通过构建激励相容约束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平衡相关利益群体的福利诉求。由于农户作为耕地保护行为的主要实

施者，其参与意愿直接决定耕地保护的成败。无论是美国的农业环境政策（AEP ) ，还是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AP ) ，均是

通过税收减免、经济补偿和技术援助的方式，建立耕地保护价值补偿与激励机制，调动微观主体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实现耕地

保护的外部效应内部化
［2］

。农地保护政策实施以来，大量学者对这些公共政策的实施绩效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例如：起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在美国 30 多个州推行，通过发展权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在市场上自由交易，以较低的社

会成本取得了经济增长和耕地保护的双赢
[3]

。 

Claassen 等
[4]

对美国的农业环境政策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认为通过给农户直接发放农业环境补贴的方式能够改善农田生

态环境，实现了农业环境政策设计的初衷。与没有农业环境政策相比，在 1996-2005 年期间，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使得整个欧

盟地区的粮食生产少用了 11 ％的氮肥和 13 ％的磷肥，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生态景观
[5]

。对耕地保护补偿政策持续实施的担忧主

要集中在补偿资金方面，为试图减少耕地保护补偿项目的财政成本支出，促进补偿资金的持续性供给，政府应针对性地完善补

偿目标瞄准机制以及补偿资金竞争分配机制，实施精准补贴以提高补偿资金使用效率
［6］

。 

面对耕地保护的巨大压力，我国政府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一再强调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探索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实践方式。

在此历史背景下，国内一些发达地区和城市，如广东、上海、成都等，相继以农田生态补偿或耕地保护基金的形式对承包土地

的农民发放耕地保护经济补助。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客观实施绩效已得到相应文献
［7］

的实证检验，然而一项涉及农民福

利的公共政策的评价，应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进行，主观层面的农户满意度绩效评价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农户认可的、满

意度高的公共政策，其绩效水平才是高的
［8,9］

。影响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的因素有很多，然而本研究感兴趣的变量

主要为耕地保护补贴流向。在农村土地流转已很普遍，但补偿资金仍发放给原有承包土地农户的政策背景下，转入土地的农户

与转出土地的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满意程度一样吗？这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鉴于此，本研究选取成都市作为实

施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典型地区，采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探讨耕地保护补贴流向对农户满意度绩效的影响，以期为在全国

推行和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耕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更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因此，耕地保护政策一直是政府

关注重点和学者研究热点
［10］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耕地保护补偿作为一种外部性内化的公共政策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理论

界的重视
[11,12]

 , 2013 年 12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要求健全耕地保护补偿、生态补偿制度，中国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从理论研究走向具体实践探索

阶段。 

实施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经济补偿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者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引导农民利益的正当追求，

保障利益的合理分配，可以说，经济利益是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相伴而生的。在利益关系日益明显化的农村，重大利益关

系已经构成农村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也构成了农村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基础
［13］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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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耕地保护补偿政策面临如何在转出土地农户和转入土地农户之间公平分配耕地保护经济补贴的制度困境。补偿政策的实

施使农村原有的利益均衡关系被打破，分属不同利益群体的转出户和转入户的利益观逐渐变强，两大群体的利益差距和矛盾更

加明朗，导致利益冲突亦日益凸显。由于利益需求刚性的客观存在，增量利益通过各种途径转化为既得利益后，就成为可调整

性较差的存量利益
[13]

 ，因此，由耕地保护补贴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增加了土地纠纷的可能，这样就违背了补偿政策的初衷。 

利益分配机制是与利益产生机制密切联系的，耕地保护补贴利益分配机制的中心是依法合理地对补贴在土地承包者和实际

土地使用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有限的耕地保护补贴在各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分配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

策的实施效果及其作用的发挥，从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目的性价值来看，补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农户耕地保护的积极性。

从这个目的出发，耕地保护补贴应该发放给真正的土地保护者-土地转入户。然而，目前实施补偿政策的地区明确规定耕地保护

补贴资金均归原土地承包者所有，土地流转后实际种粮人却没有享受到政府相应的耕地保护补贴，因此，耕地保护补偿政策不

能真正激励从事农业生产的土地转入户，与土地转出户相比，其政策满意度会大打折扣。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本文待检验的研究假说：转出土地的农户比转入土地的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有更高的满

意度。 

2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2. 1 研究区域 

为通过经济手段，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成都市于 2008 年 7 月提出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对成都

市范围内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户，按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分别为每年 6000 元/
2hm 和 4500 元/

2hm

的标准给予补贴，其中，10 ％用于农业保险补贴，90 ％用于农户养老保险补贴，并规定有相应增长机制。成都作为全国最早

探索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地区，耕地保护基金政策已实施 7a 左右，相比较其他最近几年才实施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地区，

补偿政策效能发挥的更彻底，农民对补偿政策更了解，对补偿政策的感受也较深，符合本文对研究区域的要求，因此，研究区

域选择成都市。 

2. 2 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3 年 1 月对成都市的实地调研问卷，调查方式为入户面对面访谈形式且主要以户

主为访谈对象，在研究区域内进行随机入户调查，发放问卷 223 份，由于采取面对面访谈方式收集信息，问卷回收率较高，收

回有效问卷 222 份，覆盖成都市 2 个市县 3 个乡镇的 18 个行政村（表 1 ）。基于研究目的的需要，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受

访者的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土地承包经营及流转情况、受访者对耕地保护基金实施的总体满意度以及对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

政策特征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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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样本农户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2 ，受访农户中男性居多，占到 59.91 % ；样本的年龄区间呈现显著的正态分布特性，

受访农户以 40-60 岁的中年劳动力为主，该群体对耕地保护关注度更高；绝大多数受访农户的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小学及

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54.5 %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 36.94 % ，符合当今农村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劳动力多从事非农生产的现实；

从未当过村干部的受访农户有 184 人，所占比例为 82.88 % ，现在是或曾经是村干部的占到 17.12 % ，受访农户中既有村干部，

又有普通农民，表明样本具有显著的广泛性；家庭人口数量为 6 人及以下的占到样本总量的 97.75 % ，家庭劳动力有 2个或以

下的占到 48.65 % , 有 3-4 个劳动力的为 47.75 % ，在农村中通常 60 岁以上的只要还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也被认为是劳动力，

多从事农业活动；家庭土地承包面积为 0.2
2hm  或以下的占到 57.66 % , 0.27-0.4

2hm 的有 34.78 % , 222 位受访农户的户

均承包地面积为 0.36
2hm  ；一年内务农时间为 7-12 个月和 3 个月及以下的比重最多，分别为 50.45 ％和 31.53 % ，表明调

研样本既有全职农户，也有兼业农户，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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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与变量选取 

3. 1 研究方法 

本文模型的因变量是“农户对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总体满意度”，变量类型为多分类有序变量，采用概率模型分析离散选

择问题是理想的估计方法。设因变量为 Y ，其赋值为 1-5 的整数，分别对应着被访者“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

“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回答，因此，选择 ordered probit 模型对方程进行回归。有序 probit 模型假定存在一个能够代表

解释变量 Y ，但又不能被观测到的潜变量
*Y  ，其由下式决定： 

 

式中：
*

iY 是隐变量或潜在变量； iX 是自变量的集合；是待估计参数； i 是随机变量（或随机扰动项）。 

由偏导数测算事件发生概率的边际效应，即为式（2 ) :  

 

其中，i 为观测值，在本文中取值 1 、2 、3 、4 和 5 ，潜变量
*Y 范围为 ],[  ，且为观测变量 Y 的映射。变量 Y

通过以下关系式提供
*Y 的非完全信息： kYi  ，如果 kik Y  

*

1 ，对于 k=1,2，…， J，其中是割点，且

 J ,1 。对于正值概率，存在 J  ...321 ，极大似然估计函数是通过给定误差分布形式来进行
*Y 关于万

的回归估计
［14］

。 

3. 2 变量选取 

本研究关于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和说明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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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被解释变量本文用来衡量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满意程度的指标，来自受访农民对调查问题“您对耕地保护

经济补偿政策总体是否满意？”的回答。在问卷设计中，本研究按照李克特量表方法，将答案设计成五级分类，即“非常不满

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分别赋值为 1-5 的整数，最终，在全部 222 位被访问者中，回答“非

常不满意”和“不满意”的比例分别是 1.79 ％和 11.21 % ，回答“一般”的比例是 45.3 % ，回答“满意”和“非常满意”的

比例分别是 36.77 ％和 4.93 %。所有受访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平均得分为 3.318 ，介于一般和满意之间，标

准差为 0.806 。 

( 2 ）解释变量根据上文中的理论分析，本研究尝试将耕地保护补贴流向作为关键的解释变量。对补贴流向的度量主要就

是考察农户家庭是转入土地还是转出土地，因为现有补偿政策规定耕地保护补贴和农业补贴一样，即使原土地承包者不再从事

农业生产，仍归其所有。当农户对是否转入土地的回答为 1 时，表明受访者家庭在土地租赁市场上属于转入土地一方，当农户

的回答为 0 时，表明受访者家庭属于转出土地或未流转土地一方；类似于对是否转入土地的回答，当农户对是否转出土地的回

答为 1 时，表明受访者家庭在土地流转市场上属于转出土地一方，当农户的回答为 0 时，表明受访者家庭属于转入土地或未流

转土地一方。 

( 3 ）控制变量除去耕地保护补贴流向之外，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总体满意度还可能受到其个人特征、家庭特

征以及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本身一些政策特征满意程度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还构造了相应的控制变量。其中，农户的个

人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男性赋值为 1 ，女性为 2 ；受教育年限；身份特征，未任过村干部的为 O ，曾经是或现在是村

干部的为 1 。农户的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承包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水平。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政策特征满意度变量

包括：对补贴标准的满意程度；对补贴形式的满意程度；对补贴账务公开的满意程度，农户对以上 3 种政策特征满意程度的回

答“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依次赋值为 l 、2 、3 、4 和 5 。 

4 实证结果分析 

应用 Stata 12 统计软件，利用有序 Probit 模型，检验了各影响因素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回

归方程似然比检验得到的 P 值为 O ，小于假设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模型整体回归结果较好。为了解释的方便，我们除去汇报

了各个解释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之外，汇报了各个变量对农户满意度绩效的边际概率影响（边际效果），详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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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有土地转出的农户比家庭中有土地转入或未流转土地的农户有更高的政策满意度。同时，对补偿政策的补贴标准和

补偿形式越满意的农户，其对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总体满意程度也越高。农户个体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对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

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总体而言，对补贴标准和补贴形式越满意的土地转出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满意度也较高。具

体分析如下： 

( 1 ）补贴流向   转入土地对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的影响较为显著，通过了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

负，表明与没有土地转入的农户相比，有土地转入的农户家庭，其对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农户满意度更低。转出土地对补偿政

策农户满意度绩效的影响正向显著，说明与没有土地转出的农户相比，有土地转出的农户家庭，其对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农户

满意度更高。即土地转出户比土地转入户或没有流转土地的农户有更高的补偿政策满意度，因此，本文待检验的研究假说得到

证明。具体来说，土地转入户比没有土地转入农户的满意度更低，土地转入行为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

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上升 9.3 ％、35.4 ％和 0.7 ％左右，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下降 42.9 ％

和 2.6 ％左右。而土地转出户比没有土地转出农户的满意度更高，土地转出行为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

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 0.3 ％、4.8 ％和 11 ％左右，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上升 14.4 ％

和 1.7 ％左右。正如前文理论分析中的那样，土地转出户在转出土地之后，并未供给耕地保护行为，然而，现有补偿政策却规

定耕地保护补贴仍发放给原有土地承包者即土地转出户，对实际上承担耕地保护责任却没有享受政府相应耕地保护补贴的土地

转入户来说，显然有失公允，因此，与土地转出户相比，土地转入户的耕地保护补偿政策满意度较低。 

( 2 ）对政策特征的满意度   农户对补贴标准和补偿形式的满意程度对补偿政策农户总体满意度绩效的影响正向显著，均

通过了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对补贴标准和补偿形式等政策特征满意程度较高的农户，其补偿政策的总体农户满意度

绩效也较高。具体来说，如果样本农户对补贴标准的满意程度增加一个标准差（0 .961 ) ，能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 0.288 ％、3.940 ％和 7.880 ％左右，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

概率分别上升 11.052 ％和 1.057 ％左右。如果样本农户对补偿形式的满意程度增加一个标准差（0.892 ) ，能使农民对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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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 0.446 ％、6.512 ％和 12.845 ％左右，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

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上升 18.018 ％和 1.784 ％左右。 

5 结论与建议 

5. 1 结论 

( l ）转出土地的农户比转入土地或未流转土地的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有更高的满意度。土地转出行为使农民对

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 0.3 ％、4.8 ％和 11 ％左右，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

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上升 14.4 ％和 1.7 ％左右。土地转入行为则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

般”的概率分别上升 9.3 ％、35.4 ％和 0.7 ％左右，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下降 42.9 ％和

2.6 ％左右。 

( 2 ）对补贴标准和补贴形式满意程度较高的农户，其补偿政策的总体农户满意度绩效也较高。在优化补贴资金瞄准机制

的同时，为提高农户满意度绩效，也不能忽视对补偿政策本身关于补贴标准、补偿形式等一些政策特征的机制设计。 

5. 2 建议 

( 1 ）合理分配有限的耕地保护补贴资金，补贴资金应优先向土地转入户倾斜，提高实际上在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土地转

入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可以进行二次补贴实验，即一次“普惠制”，二次“特惠制”，对于土地转入户超

出承包面积的实际耕作面积给予二次补贴，这样既能体现耕地对农民的社保作用，补贴所有农户，减少政策实施的阻力，也能

降低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对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的不利影响，并能有效缓解目前存在的耕地保护补贴分配有失公平的现象，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土地转入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因此，应促进耕地保护补贴与土地流转之间的政策协同，形成政策合力，从而更

好地提高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实施效率。 

( 2 ）补贴标准和补偿形式的选择对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户家

庭收入中主要来源的历史背景下，农户保护耕地行为的机会成本巨大，理论上只有耕地保护补贴大于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时，

农户才会主动提供耕地保护服务。因此，实施补偿政策的地区应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当地财政实力情况，适时提高耕地保护

补贴标准。选择交易成本低、操作性强的补偿方式是耕地保护补偿政策顺利实施的关键，为提高农户满意度绩效，应逐步探索

市场方式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工作中的推广，尽量使补偿形式的供给能力与农户个性化、差异化的补偿需求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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